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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门：水资源“蛋糕”怎么切？
水权交易可以让水资源富集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卖出

去，不仅能解决缺水地区之苦，还能给卖方带来经济收益，
如何分配水资源“蛋糕”，被多方关注。

江西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谢元鉴说，江西省境内每
年水资源量为1565亿立方米，国家给江西划定的水资源使
用量目前是250亿立方米，只有江西水资源总量的约14％。

“江西指标明显偏低，仅能满足自己需求，这样造成跨省交
易空间很小，无法实现盈利。”

“水权交易，交易的不仅是水量，也包括水质。”谢元鉴
认为，良好环境保护下的大量优质水资源无法进行跨省水
权交易，对保护生态的省份是一种打击。跨省水权交易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市场机制对生态保护良好地区的一种
生态补偿举措。

不但省际水量分配难以平衡，而且水权分配越到基层
越具有复杂性，各方利益难以全面照顾，盲目推行水权分配
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农村集体自建水塘、水库量大面广，涉及小型水利工程
设施产权、农村土地使用权，水权的确权需要在摸清现状、排
除纠纷基础上进行。”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李晶说。

江西省高安市石脑镇有2座小1型水库、10座小2型水
库以及134座山塘水库，其中有近20％存在产权纠纷。“有多
个村民小组共用一个山塘水库的，有几个行政村共用的，有
私人在集体土地上建库的，也有私人租山筑坝建的，这里面
的水要怎么确权，还没有可参照的做法。”石脑镇水务站站
长汤国良说。

二重门：水权交易平台如何搭建？
河北省承德市作为北京、天津的重要水源地，累计投入

资金322亿元进行水源综合治理工作，但承德市环保局负责
人表示，承德每年得到的生态补偿远远满足不了支出。

在天津、河北两地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中，双方对补偿
方式存在一些分歧。天津环保部门表示，他们出一定的补
偿资金，但希望水质能够达标。承德方面则表示，承德以牺
牲自身发展为代价保护水源，这些损失是现有补偿资金难
以覆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谷树忠认为，如果在确权的基础上建立跨区域水权交易平
台，通过公平议价的方式进行水权交易，这样的矛盾就会
避免。

但为什么这样的平台迟迟未能建立？专家们认为，法
律法规缺失和交易机制不健全是主因。目前我国涉及水权
的法律不多，零星分散在水法、物权法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中，相关涉水行政法规也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涉及水权交
易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流程设计、交易结果认定和权益
保障都还在探索中。

三重门：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水权交易实施后，当水资源可以作为商品自由参与到

市场让渡之中，如何使双方在保证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下
开展水资源转让成为关键。

“政府不应当是中介角色，而应当是监督者、裁判员，不
是运动员。”李晶说，水权改革是要放活水权市场，但不是放
任，水市场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弥补，尤其是水权不同于其他
产权，政府要对交易秩序和公共利益实行风险防控。

李晶认为，在水权制度改革前期，要同步开展水市场监
管体系建设工作，包括制定水市场准入规则、竞争规则、信
息公开制度、水权主体权益保护制度、水资源用途管制制
度、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维护制度、社会监督与公众参与制
度等，这些监管制度需要有机融入水权交易过程。政府必
须在现有水资源监督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适
应水权制度的监管体系。

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时，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

部级高官中，已有25人所涉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其中20
人已经作出终审判决。

从检方指控的罪名看，除了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
谦因玩忽职守罪落马之外，其他24位省部级高官均被指控
受贿罪。除受贿罪外，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挪用公款罪，也是常见的指控罪
名。包括周永康、蒋洁敏在内的 8 位高官因多项罪名而被
数罪并罚。

从指控的贪腐数额看，这24位省部级高官平均每人的
贪腐数额高达3208万元。其中，周永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
庆良、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三人被指控的贪腐数额超过
亿元，贪腐数额最大的是周永康，高达1.2977亿元。

从量刑上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周永康、国家发改委
原副主任刘铁男、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三人，
他们的受贿金额分别为1.2977亿元、3558万余元、1073万余
元。其余官员因受贿罪而被判处的刑罚在有期徒刑11年至
有期徒刑15年之间，受贿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

据记者梳理，2012年以前，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官
员，大多被判处死缓，例如，201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宋勇受贿1022万余元被判死缓，2012年江西省政协原
副主席宋晨光受贿1263万元被判死缓……2012年之后，贪
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不满亿元的官员，大多被判处无期徒
刑，例如2013年，薄熙来单独及与其妻、其子共同受贿的金
额共计217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在这一年，受贿1223
万元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以及受贿1919万元的吉林省原
常务副省长田学仁也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相比之前受贿金额在1000万左右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
的官员，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贪腐官员被判处的刑罚有些

要轻许多。

揭发他人犯罪：

落马官员立功的重要途径之一
贪腐数额并非量刑的唯一标准。自首、立功、坦白、悔

罪、积极退赃等情节，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受贿罪
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例如，法院认定，周永康认罪悔罪，案发后主动要求亲
属退赃且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
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为如实供述罪行、自首、重
大立功、悔罪及积极退赃等情节，也获得了从轻、减轻处罚。

事实上，这24人中，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外，
其他23人皆有不同程度的如实供述、认罪悔罪、自首、立功
等法定从宽情节。这些情节也不同程度地令贪腐高官们获
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受贿的条款明确规定，
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
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宽处理。

很多落马高官在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的悔恨陈述，有
业内人士分析称，这也可能为其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万庆良痛哭流涕，对自己犯下严重的受贿罪行，表示万
分悔恨。恳请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泪称，知罪、认罪、悔罪，尊重法
庭的依法审判，请求法庭从轻处理。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数次哽咽、流泪表示，知
罪，真心认罪悔罪，并接受依法惩罚，服从依法判决。

……
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这是争取从宽的认罪态度，

很多贪官都能做到，但争取立功并不容易。

在这24位落马官员的案例中，万庆良、李春城、刘铁男、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
达球均有立功表现。李达球通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实现了
立功，万庆良也检举揭发了他人的重大犯罪行为，沈培平主
动向办案机关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这已
成为落马官员们实现立功的重要途径。

刘铁男为了争取立功，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了关于
如何反腐的建议材料。主要内容是结合他的亲身体会，提
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
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

只有陈柏槐当庭全盘翻供，否认了所有指控。他最终
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受贿283万多元，被判
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判决明显重于其他官员。例如，同
样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的蒋洁敏，受贿金额为1404万元。

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
也是目前为止20起已宣判高官落马案中唯一一起上诉案。

贪腐金额、情节相近，为何量刑迥异？
从目前已判决的案例看，高官们即使贪腐数额相近，争

取从宽的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大致相近，但
最后的量刑却差距甚大。

例如，贪腐4346万元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判
处15年，受贿3979万元的李春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
受贿3558万余元的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例如，受贿1356
万余元的阳宝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受贿1324万元的遵
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同样也被判
处有期徒刑15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南京市原市长
季建业，受贿金额则分别为2198万余元和 1132万余元，而
从检方的指控看，李东生还有索贿情节。根据刑法规定，索
贿的从重处罚。

司法机关对贪腐犯罪定罪量刑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从目前已经判决的十八大之后的高官贪腐案看，受贿

2000万元以上不满亿元的，除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其
他均为有期徒刑。

受贿1.2977亿元的周永康因从宽情节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非死缓。同样受贿过亿的万庆良、毛小兵将会如何判决尚
未可知，但从检方的指控看，两人均有索贿的从重处罚情节。

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已经是刑事改革的大势所趋。
这一原则在未来或许也会大量抑制贪腐犯罪死刑的适用。

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为啥量刑轻重悬殊？
《中国经济周刊》 郭芳

2015年底，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进入了密集审判期。
与此同时，有关贪腐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也在不断修改完善之中。
对贪腐罪的刑罚作出重大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影响未来贪腐案的判决。

我国推进水权制度改革面临“三重门”
新华社 吴锺昊 周楠 郭雅茹

我国现阶段水权制度改革的两大任务是水权确
权和培育水市场。如何公平确权，让“卖水方”和
“买水方”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搭建水
权交易平台？政府和市场如何正确发挥“两手”作
用？从全国多个试点省份的探索经验来看，推动这
三大问题解决，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水权制度改革的
必由之路。


